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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2010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比较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类社会群体对中央
和地方两层级政府的信任差异，并从利己主义、文化主义、户籍制度、世代四方面探讨了影响因素。分析发现:
总体上，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依然“央强地弱”，但不同户籍下的居民政府信任则呈现不同特点。利己维度的
阶层地位、文化维度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和人际信任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均显著影响。而教育年限和政府责
任认知仅对中央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世代因素则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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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呈现

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政治格局总体稳定、社会
问题多发凸显”的特点( 李培林，2011 ) 。同时，伴
随着社会成员流动空间与交往范围的扩大，传统

熟人社会正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这一过程中，很
多由人际信任承载的功能正逐渐被系统信任承担

( 郑也夫，2001 ) ，系统信任尤其是政府信任的作
用和地位变得日益突出和重要。
政府信任是民众在与政府长期互动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对政府的一种信赖与期待，是衡量民众
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指标。政府信任水平过低，会
阻碍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增加社会成本( 马得勇，

2007) ，而高水平的政府信任，则能增强执政者的
合法性，实现社会有机整合，有效提升民众对国家

和个人未来前景的信心，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
供保障( 李砚忠，2007) 。
那么，当前我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何，

又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本文将以 2010 年全国综

合社会调查( CGSS2010) 的数据资料为基础，比较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类社会群体对中央和地

方两个层级的政府信任差异，并从利己主义、文化
主义两个维度来探讨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0 世纪 60、70 年代，政府信任研究在西方政
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研

究的重要问题。而学者们对政府信任的产生机制
主要有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利己主义、以社
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主义两种解释路

径。
( 一) 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从个体角度出发，指出民众会对政

府提供的各种物品和服务进行计算，从而做出对

政府信任与否的理性判断。具体而言，人们会将
对社会经济环境的感知与自身的期望进行比较，

如有落差，就容易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换言之，

较差的政府绩效和办事能力会导致不信任( Nye，
1997) 。民众在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中，不但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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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还会对失信造成损失时

自身的承受能力，即相对易损性进行分析 ( 王绍

光、刘欣，2002) 。一般来说，社会地位越高、权力
越大的人，其所拥有的资源越多，相对易损性越

低，就越可能倾向于信任政府。因此，本文将阶层
地位作为利己主义的体现，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阶层地位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民众的阶层地位越高，对政府越信任。
( 二) 文化主义

虽然利益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动，但“由‘观
念’创造的‘世界的意象’像扳道工一样”( Weber，
1978) ，常常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使的行动驶向何
方。在文化主义者看来，道德标准、价值观和人际
信任等文化观念都影响着民众政府信任水平的高

低。
在对“文化”的解读中，有研究者指出，道德

标准和价值观则形成于个体早期社会化阶段，是

对政府信任具有更为持久影响的文化因素( 王正

绪等，2011) 。其中，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传统文
化的典范，表征着个体对于中国特殊政治文化的

认可程度，因而是中国政府信任的一项重要解释

变量( Shi，2001; 后梦婷、翟学伟，2014 ) 。马得勇
在政府信任的国际比较中也明确指出，权威主义

价值观是影响中国政府信任的重要文化因素( 马

得勇，2007) 。
与此同时，受到传统文化和集体化时期的影

响，中国人对政府的责权认知较为模糊，往往将各

类社会事务都视为政府责任范围。而这种观念则
深刻塑造了他们的政府信任。因此，对政府责任
的认知是文化主义的重要体现。
当然，文化对个体的塑造不能脱离其社会化

过程，而教育作为社会化，尤其是政治社会化的最

重要机制，对政府信任意义非凡。官方意识形态
正是通过正式的教育渠道向民众传授各种政治信

息和文化观念，从而使政治社会化成为可能 ( 孟

天广，2014) 。不过，教育还具有启蒙作用，它会唤
起民众的批判意识，也会向人们传递同情社会弱

者的价值观等( 李骏、吴晓刚，2012 ) ，这些都可能
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此外，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溢出”效应

( Mishler ＆ Ｒose，2001 ) ，也是文化主义的重要体
现。人际信任来源于政治体制之外，但却有助于
政治制度的运转。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际信
任水平普遍较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集体合

作，包括民众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进而对该地
区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产生提升作用 ( 福山，

2001;帕特南，2001) 。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文化主义维度因素对政府信任有显
著影响。
假设 2a:受权威主义价值观影响程度越深的

民众，对政府越信任。
假设 2b:政府责任认可度越高的民众，对政

府越信任。
假设 2c:不同受教育年限的民众对政府信任

是有差异的。
假设 2d:人际信任水平越高的民众，对政府

越信任。
( 三) 户籍制度

作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安排，户籍制度深刻影

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

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居民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社
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进而表现出不

同的政府信任态度。有研究指出，农村居民对中
央政府的评价略高于城市居民，但对地方政府的

评价却低于城市居民( 胡荣，2011 ) 。但也有研究
认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

普遍要低，且表现出对基层政府更不信任的趋势

( 高学德、翟学伟，2013) 。所以，本文将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 3:户籍制度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影响，
因政府层级不同而有所差异，其影响机制也会有

明显差异。
( 四) 世代影响

最后，我们还需要分析不同年龄人群对政府

信任影响的差异，以检视世代效应。有研究认为，
政府信任是终身学习的过程，个体的政府信任水

平是其终生政治经历的加权总和，因此政府信任

会因年龄因素而产生个体差异 ( Mishler ＆ Ｒose，
2001) 。史天健( Shi，1999) 就在其研究中发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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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加积极、
开放，乐于接受变革，他们更可能通过参与政府抗

议等活动来表达政治诉求。有研究进一步指出，
这种年龄差异即为政治代际。在中国，不同政治
代际的政府信任差异显著，年龄越小，越会表现出

对政府的不信任 ( 孟天广，2014 ) 。由此，我们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 4: 不同世代的人对政府信任是有差异
的。年龄越大的民众，则越信任政府，反之则越不
信任政府。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测量

我们使用的数据资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联合

部分高校进行的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2010) 。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
法选取样本，调查范围覆盖了港澳台以外的所有

省份，最后获得样本 11785 个。根据研究需要，本
文将分析样本限于 18 － 70 岁的受访者，其中非农
户口样本有 5178 人，占 48． 1% ;农业户口样本有
5578 人，占 51． 8%。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政府信任。以“您对于下

面这些机构的信任程度怎么样?”，包括“中央政
府”和“本地政府( 农村指乡政府) ”加以测量。并
将选项“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和“居于可
信与不可信之间”合并为“不信任”，将“比较可
信”和“完全可信”合并为“信任”。
利己维度的阶层地位，以“在我们的社会里，

有些群体居于顶层，有些群体则处于底层。‘10’
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您认为您自
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加以测量。
文化维度中，人际信任通过“总的来说，您是

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

的?”来测量，选项“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
和“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合并为“不信任”，“比较
同意”和“完全同意”合并为“信任”。
权威主义价值观，以“您是否同意老百姓应

该服从政府”测量，将“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
意”和“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合并为“不服从”，将
“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合并为“服从”。
政府责任认知，则通过“政府能通过收税与

支出来减少贫富悬殊”和“政府在道义上有责任
去减少或缓和社会不平等”两道得分加总测量。
分值越大，表明对政府责任认可度越高。
教育年限，以“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包

括目前在读的) ”测量。我们对教育程度进行了赋
值，“文盲”=0，“私塾、小学”= 6，“初中”= 9，“中
专、技校”=11，“职高、高中”= 12，“大学专科”=
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
户籍制度则根据受访者目前的户口登记状

况，分为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两类。
世代则以年龄反映。本研究中，年龄为 18 岁

以上 70 岁以下的连续变量。
各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体样本 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比例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比例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比例

阶层地位 10727 4． 06
( 1． 716) 5161 4． 25

( 1． 727) 5554 3． 87
( 1． 684)

人际信任 10754 不信任 35． 5%
信任 64． 5% 5168 不信任 37． 8%

信任 62． 2% 5574 不信任 33． 2%
信任 66． 8%

权威主义 10716 不服从 27． 4%
服从 72． 6% 5147 不服从 34． 1%

服从 65． 9% 5557 不服从 21． 1%
服从 78． 9%

教育年限 10755 9． 02
( 4． 395) 5168 11． 25

( 3． 875) 5575 6． 95
( 3． 785)

政府责任 10614 7． 58
( 1． 473) 5104 7． 66

( 1． 459) 5498 7． 52
( 1． 483)

年龄 10768 44． 56
( 13． 382) 5178 44． 67

( 13． 584) 5578 44． 48
( 13． 190)

性别 10768 女 52． 2%
男 47． 8% 5178 女 51． 4%

男 48． 6% 5578 女 53． 0%
男 47． 0%

四、分析结果

( 一) 政府信任现状

通过表 2 可以看到，在全样本中，有 88． 7%
的被访者认为中央政府“完全可信”或“比较可
信”，仅 3． 5%的表示“不可信”。可见，中国民众
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非常高。但相较而言，中
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偏低，只有

63． 9%的被访者表示地方政府“比较可信”或“完
全可信”，而且多达 16． 7%的明确指出地方政府
“不可信”。这表明，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存
在层级差异的，呈现“央强地弱”，与以往研究一
致( Li，2004;胡荣，2007;高学德、翟学伟，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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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状况
全体样本 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完全不可信( % ) 0． 8 4． 7 1． 2 4． 0 0． 5 5． 3

比较不可信( % ) 2． 7 12． 0 3． 5 11． 3 1． 9 12． 7

居于可信与
不可信之间( % )

7． 8 19． 4 10． 2 21． 9 5． 4 17． 1

比较可信( % ) 37． 3 40． 9 42． 3 42． 8 32． 7 39． 3

完全可信( % ) 51． 4 23． 0 42． 8 20． 1 59． 5 25． 7

均值 4． 36 3． 66 4． 22 3． 64 4． 49 3． 67

标准差 0． 804 1． 098 0． 854 1． 047 0． 728 1． 142

有效样本数 10724 10709 5154 5148 5578 5549

另外，不同户口类别的民众对中央和地方两

级政府信任也有着明显差异。在非农业户口群
体，有 85． 1%的民众认为中央政府“完全可信”或
“比较可信”，而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比例只有
62. 9% ;对地方政府“完全不可信”或“比较不可
信”的有 15. 3%，而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比例低
至 4. 7%。与此同时，拥有农业户口的民众呈现
出更高水平的政府信任，表示“完全可信”或“比

较可信”中央政府的民众占 92. 2%，比非农户口
多出 7. 1%，“完全可信”或“比较可信”地方政府
的民众占 65%，比非农户口多出 2． 1%。
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央政府相比，民众对地方

政府的信任表现出“更加模糊、更加矛盾”的特
点，例如在全样本中，对中央政府“居于可信与不
可信之间”的只有 7． 8%，而对地方政府却高达
19． 4%。在农业户口样本、非农户口样本中也具
有类似发现。
那么，中国民众的政府信任为何呈现上述特

征? 接下来，通过农业与非农业两类居民政府信

任影响因素的比较，来分析其中原因。
( 二) 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因变量是二项变量，因此笔者采用二元

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来统计估计。在模型中，除了
纳入前述变量外，为考察阶层地位和年龄是否与

政府信任存在非线性关系，笔者还纳入了阶层地

位平方和年龄平方。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 中国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全体样本 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

模型 1
中央政府

模型 2
地方政府

模型 3
中央政府

模型 4
地方政府

模型 5
中央政府

模型 6
地方政府

B值
( Exp( B) )

B值
( Exp( B) )

B值
( Exp( B) )

B值
( Exp( B) )

B值
( Exp( B) )

B值
( Exp( B) )

阶层地位
． 166*

( 1． 180)
． 163＊＊＊
( 1． 178)

． 205*

( 1． 227)
． 211＊＊
( 1． 235)

． 111
( 1． 117)

． 134*

( 1． 144)

阶层地位平方
－ ． 011
( ． 989)

－ ． 013＊＊
( ． 987)

－ ． 012
( ． 989)

－ ． 016*

( ． 984)
－ ． 012
( ． 988)

－ ． 012
( ． 988)

权威主义a 1． 004＊＊＊
( 2． 730)

． 800＊＊＊
( 2． 226)

． 961＊＊＊
( 2． 615)

． 825＊＊＊
( 2． 283)

1． 075＊＊＊
( 2． 930)

． 781＊＊＊
( 2． 184)

政府责任
． 131＊＊＊
( 1． 140)

． 022
( 1． 022)

． 139＊＊＊
( 1． 149)

． 056*

( 1． 057)
． 118＊＊
( 1． 126)

－ ． 009
( ． 991)

教育年限
－ ． 044＊＊＊
( ． 957)

－ ． 002
( ． 998)

－ ． 045＊＊
( ． 956)

． 008
( 1． 008)

－ ． 043*

( ． 958)
－ ． 015
( ． 985)

人际信任b ． 778＊＊＊
( 2． 177)

． 622＊＊＊
( 1． 863)

． 803＊＊＊
( 2． 233)

． 589＊＊＊
( 1． 802)

． 716＊＊＊
( 2． 045)

． 651＊＊＊
( 1． 917)

户口c － ． 467＊＊＊
( ． 627)

． 009
( 1． 009)

年龄
． 016
( 1． 016)

－ ． 025*

( ． 975)
． 007
( 1． 007)

． 001
( 1． 001)

． 024
( 1． 024)

－ ． 050＊＊＊
( ． 951)

年龄平方
． 000
( 1． 000)

． 000＊＊
( 1． 000)

． 000
( 1． 000)

． 000
( 1． 000)

． 000
( 1． 000)

． 001＊＊＊
( 1． 001)

性别d ． 047
( 1． 048)

－ ． 142＊＊
( ． 868)

． 056
( 1． 058)

－ ． 137*

( ． 872)
． 028
( 1． 028)

－ ． 133*

( ． 875)

常数
． 092
( 1． 096)

－ ． 431
( ． 650)

－ ． 799
( ． 450)

－ 1． 451＊＊＊
( ． 234)

－ ． 317
( ． 728)

． 486
( 1． 625)

－ 2 Log likelihood 6630． 338 13084． 839 3892． 201 6326． 654 2726． 465 6737． 606
χ2 770． 101＊＊＊ 639． 509＊＊＊ 375． 639＊＊＊ 336． 099＊＊＊ 268． 934＊＊＊ 316． 842＊＊＊

Nagelkerke Ｒ2 ． 140 ． 081 ． 126 ． 088 ． 114 ． 078
有效样本 10496 10485 5040 5036 5456 5449

注: ( 1) 政府信任的参照类别为“不信任”。a的参照类别为“不服从”; b的参照类别为“不信任”; c的参照类别
为“农业户口”; d的参照类别为“女”。( 2) ＊＊＊表示 p ＜ 0． 001，＊＊表示 p ＜ 0． 01，* 表示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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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维度中，除模型 5 外，阶层地位对政
府信任均有显著影响，即民众的阶层地位越高，政

府信任程度也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 2 和
模型 4 中，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阶层地位对地方
政府信任的影响呈倒 U 型关系，说明随着阶层地
位的提高，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几率( odds) 增加，但
是达到一定阶层地位后，这种信任的几率开始下

滑。这说明民众在对地方政府信任进行主观判定
时，并非完全符合利己主义假设。
就文化主义而言，权威主义价值观、人际信任

这两个变量在所有各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检

验。这表明，在中国，以权威主义价值观和人际信
任为代表的文化因素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很强的

正向关系，对政府信任有很强的预测力。如在全
样本中，权威主义价值观每增加一个单位，民众对

中央政府信任的几率就提高约 173% ( e1． 004 － 1
= 1． 73，p ＜ 0． 001 ) ，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几率提高
约 123% ( e． 800 － 1 = 1． 23，p ＜ 0． 001) 。
相较前两个变量所发挥的稳定正向影响而

言，文化主义中的政府责任认知对中央和地方政

府信任影响有差别。我们发现，与权威主义价值
观和人际信任不同，政府责任认知在所有中央政

府信任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地方政府

信任模型中则不然，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且是

0． 05 显著水平上获得通过。这意味着，政府责任
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不像其在中央政府信任

模型中的那样显著和稳定。
同样地，教育也在所有中央政府信任模型中

通过了显著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值，具体而言，

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教育年限每增加一

年，非农业户口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几率就下

降约 4． 4% ( 1 － e － ． 045 = 0． 440，p ＜ 0． 01) ，农业
户口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几率也下降约 4． 2%
( 1 － e － ． 043 = 0． 420，p ＜ 0． 05 ) 。可以看出随着
教育年限的增加，不管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

口人群，对中央政府呈现出更不信任的趋势。其
可能原因是，现代教育发挥了启蒙作用，使得民众

将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等现象归咎
于中央政府。而对于地方政府信任而言，教育却
并未显现出此种影响。教育努力给公民塑造的较

高层次的社会理想及道德要求并未与日常生活紧

密对接、呼应，而且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区域性社
会问题日益凸显，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更多的民

众对地方政府态度模糊而复杂。
就户籍制度而言，可以看出在全样本模型中，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群体对于中央政府信

任有显著差异，但对于地方政府信任却无差别。
具体而言，控制其他因素之后，非农业户口居民比

农业户口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几率低了将近 37%
( 1 － e － ． 467 = 0． 371，p ＜ 0． 001 ) ，呈现出更加不
信任中央政府态势。
进而对不同户口样本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比

较，发现对两类户口样本而言，各种因素对于不同

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第
一，权威主义、政府责任、教育年限和人际信任都
是影响两类户口人群对中央政府信任的重要因

素，而阶层地位只对非农户口居民的中央政府信

任有显著影响;第二，阶层地位、权威主义、人际信
任和性别都是影响两类户口人群地方政府信任的

重要因素，而政府责任认知仅在非农户口居民、年
龄仅在农业户口居民的地方政府信任模型中影响

显著。
此外，年龄也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

具体来说，年龄在模型 2 和模型 6 中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且效果相同。这说明年龄是影响地方政
府信任的重要因素。但与孟天广 ( 2014 ) 的研究
结论不同的是，年龄并非与政府信任呈线性关系。
年龄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 U 型关系，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几率减小，而

到了一定年纪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几率则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年龄仅对地方政府信任尤其

是农业户口的样本有显著作用，而对非农户口的

则没有;年龄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尽管都为正

向，但都没有通过检验。已有研究证实，重大的历
史变动和政治事件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

度( 达米科等，2012 ) ，进而在不同政治代际间呈
现出显著差异( 孟天广，2014) 。而对于政治代际
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它在不同群体对各级政府信

任的机理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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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利用 CGSS2010 的数据资料，探讨了中
国居民的政府信任状况，比较了农业户口与非农

业户口两类社会群体对中央和地方两层级政府的

信任差异，并从利己主义、文化主义、户籍制度、世
代四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政府信
任现状呈现出“央强地弱”的总体性格局，不同维
度因素对中国政府信任的影响在城乡两个不同社

会群体之间显现出不同效果，且对不同层级的政

府信任影响机制也不尽相同。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深层的文化因素和户籍

制度因素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文化因素方
面，在所有中央政府信任模型中，人际信任、权威
主义价值观、政府责任、教育年限均通过了显著检
验，均对民众的中央政府信任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对提高中央政府信任而言，不仅仅需要发挥

中央政府自身功能，而且需要中央政府之外的一

些措施给予保障。中央政府出于整个社会管理体
系中最高也是最核心位置，代表全体民众实施对

经济社会管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其职能的发

挥和定位以及对民众利益的考虑将直接影响到民

众对其的信任。同时，在社会中也需要积极建立
人际间普遍信任的良好氛围，加强国家政治宣传

教育，为提升政府信任奠定良好的基础。
而在户籍制度层面，呈现城市居民比农民对

中央政府更不信任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政策的
放宽，社会流动不断加强，与农业户籍捆绑的资源

配置正向效果正在不断加强，负面效果正在减弱，

而对于城市居民则没有明显改变。2004 年至今，
中共中央已连续十一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
中央一号文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使

农民切实感受到，中国政府为促进农业生产、改善
农村建设及提高农民福利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而长久以来，在中国，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多倚

靠单位而行，因此多会将公共物品的提供归咎于

政府，有事找政府的观念根植于心;但对于终生与

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们而言，靠天吃饭，靠自己能力

讨生活的观念，促使他们对于公共物品的分配和

获得更多是靠协商、自治来加以解决，而非动辄就

去找政府。对此，各级政府需要坚持、切实地履行
好政府职责，同时在资源分配中、在各项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中，需要关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群体在

面对与制度相伴而生的机会和境遇时，所产生不

同的生活态度与心理预期。
相较中央政府而言，民众对于地方政府信任

的因素更趋个体化。除了权威主义价值观、人际
信任这些文化因素，个体层面的阶层地位等因素

均在所有地方政府信任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检验，

同时，年龄、性别也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
素。因此，针对影响因素的个体化倾向，政府，尤
其是地方政府，要妥善处理好社会资源再分配的

问题，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缩小社会成员间的差

距，在努力提高居民社会生活水平的同时，还应重

点加大对社会中层的保障力度，扩大社会中层群

体的数量，进而有效保证和提升民众的政府信任

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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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Trus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and Ｒural Ｒesidents in China

Wang Yijie ＆ Qiao Wenju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0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this paper compares
difference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rust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four aspects of egoism，culturalism，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
tem and generation． The findings are: Overall，there is still the trust structure of weak local and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however，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
ral residents’trust in government under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lass status of egoism di-
mension，authoritarian value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f culturalism dimensio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rust． Th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the cognition on government responsi-
bil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rust，and generation factor affects the local
government trust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government trust; 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goism; cultural-
ism;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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